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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言是伟大的学者，我们理应公允地评价其成就。①

在为汲?与梁永佳主编的特刊所撰写的文章 《后记：从关系主义角度看……》中，我借助葛兰言思想，

构想了一种 “关系主义的”人类学。②

五年前，在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 “马塞尔·葛兰言的思想世界”会议上，我于主

题演讲中谈道：法国的欧亚研究，包括莫斯与路易·杜蒙 （Ｌｏｕｉｓ Ｄｕｍｏｎｔ）对印度的研究、亨利·于贝尔
（Ｈｅｎｒｉ Ｈｕｂｅｒｔ）对闪米特人的研究、葛兰言对中国的研究、乔治·杜梅齐尔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Ｄｕｍｅｚｉｌ）对罗马世界
的研究、以及路易·热尔内 （Ｌｏｕｉｓ Ｇｅｒｎｅｔ）对古希腊的研究等等，实际上构成了人类学的另一条脉络。它有
别于与之平行的吕西安·列维布留尔与列维斯特劳斯的 “原始主义”（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ｉｓｍ）的线索，并可被定义为
“比较欧亚文明研究”。该文一年后以 《把握文明共同体的生命脉搏》为题，发表于考古学期刊 《南方文物》，

作为 “欧亚文明”系列特刊的开栏语。③

此外，在接受两位英国同仁的访谈时，我也大量谈及葛兰言。④ 我试图说明的是，有些 “局外人”比

“局内人”更能洞察 “中国的独特性”，而在我们构建或重塑自身 “知识体系”的努力中，最好能向他们

学习。

［作者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葛兰言、类比主义与 “自然”人类学

［法］菲利普·德斯科拉

　 　 首先，我要由衷地感谢王铭铭教授，谢谢您对我的研究的关注和点评。我今天没有准备严谨的讲稿，便
借这个机会，就您刚才的发言，即兴分享一些想法。其实多年以来，我非常有幸，能与众多中国研究领域的

专家学者探讨我的工作，每次交流都让我获益良多。这其中，有我在剑桥的朋友罗界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Ｌｌｏｙｄ）和人
类学家周越 （Ａｄａｍ Ｃｈａｕ），有伦敦的王斯福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Ｆｅｕｃｈｔｗａｎｇ），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法国汉学家范华
（Ｐａｔｒｉｃｅ Ｆａｖａ），他常年在中国，我们偶尔在巴黎见面。

因此，我十分清楚我所提出的论点所引发的影响，即我称之为 “类比主义”（ａｎａｌｏｇｉｓｍ）的本体论体制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其绝佳范例便是古典中国。我常常会斟酌究竟该用哪个词来定义这一文明：是 “古典中

国”（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传统中国”（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还是 “非现代中国”（ｎ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同时，我
也十分认同您所提及的另一个事实，即在这片广袤的政治体内，聚集着无数多样的群体，比如您刚才提到的

赫哲族。正如您所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有 ５５个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我对其中的一些民族的民
族志文献相对熟悉。此外，我之前在巴黎带过的一位博士生，陈晋，他的博士论文便是关于云南纳人的萨满

歌谣，这篇论文是由我的同事兼挚友、北京大学的纳人研究权威专家蔡华先生与我共同指导的。

其次，我也深知中国内部的民族多样性。三年前，我有幸受邀前往台湾的 “中央研究院”，邀请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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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过去在巴黎的学生刘璧榛教授。我的这位学生曾在台湾多个原住民族群中进行田野调查，特别是噶玛

兰族 （Ｋａｖａｌａｎ）和阿美族 （Ａｍｉｓ）。我有幸与她同行，在这些族群的一些村落中盘桓数日。毋庸置疑，在
此地，占主导地位的汉人文化与这些讲南岛语系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的原住民族群之间的对比是极为
鲜明的。

同时，我也熟悉在东南亚那片詹姆斯·斯科特 （Ｊａｍｅｓ Ｓｃｏｔｔ）称之为 “赞米亚”（Ｚｏｍｉａ）的区域内各种
文化的共生。不仅在中国，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也是如此：在各大河流域与低地的国家形态政治

体———诸如帝国、王国、公国等———与 “高地人”（ｕｐｌ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二者间的互
动历史悠久，时而和平共处，时而兵戎相见。但正是这些互动，同时塑造了二者。当然，这些山地民族———

在法属印度支那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他们被称为 “山民”（Ｍｏｎｔａｇｎａｒｄ）———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大多是
我所定义的那种泛灵论者 （ａｎｉｍｉｓｔ）。

他们有一些有趣的特异之处，例如，他们会举行献祭。而在我看来，献祭向来是界定类比主义的一个关

键要素，它是一种用以联结万物的手段。发明并运用各种联结的手段，正是类比主义的特性之一，而献祭便

是其中一种。所以，关于这点我便不深入展开了。我曾在台湾专门就此主题做过一场讲座，探讨的正是东南

亚山地那些，姑且称之为 “等级制的泛灵论者”的献祭问题。①

因此，我深知此种多样性。而在中国，令我深感兴趣的，是其将此多样性整合入一个 “宇宙政体”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ｙ）中的那个政治与哲学过程，是何其明晰。这正应了那句箴言：“普天之下”，即 “天下”，如果

我没记错的话，您曾在您的一篇文章中称之为 “宇宙景观”（ｃｏｓｍｏｓｃａｐｅ）。② 当然，这正是类比主义宇宙政治
学 （ａｎａｌｏｇｉｓｔ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典型特征；但它在中国，无论是在治理研究、政治哲学，还是公共价值等层面，
都得到了清晰的界定、深入的思考与系统的理论化。

所以，中国案例对我将 “类比主义”这一术语概念化的过程影响至深，而这当然要归功于马塞尔·葛兰

言的 《中国思想》（Ｌａ ｐｅｎｓé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当时，我正在同时阅读 《中国思想》，以及米歇尔·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 《词与物》（Ｌｅｓ Ｍｏｔｓ ｅｔ ｌ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中专论欧洲文艺复兴思想的 “世界的散文” （Ｌａ ｐｒｏｓｅ ｄｕ
ｍｏｎｄｅ）一章。令我震撼的是，与像弗朗索瓦·于连 （Ｆｒａｎｏｉｓ Ｊｕｌｌｉｅｎ）这样的学者的论述恰恰相反，希腊
（并延伸至欧洲）的概念与中国的概念之间，并不存在那般鲜明的对立。福柯所描述的文艺复兴思想与中国

思想之间，某些相似之处惊人地显著。我就只引用福柯在 《词与物》中的一句话：“直至 １６世纪末，相似性
（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在西方文化的知识建构中一直扮演着奠基性的角色。”而这，正是我在葛兰言的 《中国思想》

中所发现的，尤其是他那句著名的论断：在中国，社会、人与世界，乃是一种 “唯独运用类比便得以建构的

世界知识”的对象。

于是，福柯在其书中探究了文艺复兴思想家们所建立的物与物之间的种种联系———即术语之相仿、关系

之相仿、邻近、模仿、吸引与同感等；而葛兰言在其著作中，也以极为相似的措辞，描述了同样的情状。并

且，无论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还是在中国，两者都同样强调了微观世界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与宏观世界 （ｍａｃｒｏｃｏｓｍ）
之间那种极为特殊的关系。于我而言，这或许正是辨识类比主义为何物的最佳标志。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

为无论是基于我在亚马孙河上游的民族志经验，还是通过我的阅读，都表明我所了解的那些我称之为泛灵论

的诸群体那里并不存在这种东西。他们对于身体与宇宙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是全然漠不关心的。因此，这

种对应关系正是类比主义所独有的特征。并且，我再强调一遍，只要哪里存在这种对应关系，我们便几乎可

以断定正身处一个类比主义体制之中。

在中国与欧洲的类比主义体制中，另一个极为典型的共同特征，便是元素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其
核心观点是：世界由有限数量的元素构成，这些元素可以不同方式组合；而关于这些元素及其组合方式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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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就是关于世界运行的知识。因此我推断，这种 “可感属性的物理学”（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实际
上是现代科学兴起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与像巴什拉 （Ｇａｓｔｏｎ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这样的一些认识论学者或科学史家的
立场恰恰相反。若要理解这个由可知的、可描述的基本构成要素与过程所组成的世界，并且这些构成与过程

皆是不同类型的组合———而这正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你就必须拥有一套先验的观念体系，它预先假定了

世界本就是由基本元素构成的。现代科学，现代物理学，只能从类比主义的土壤中诞生。

当然，问题就在于，为何在欧洲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而在中国则没有。这便引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比

较课题，并长期为汉学家们所关注，其中当然尤以李约瑟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为甚。在我所谓的自然主义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于 １７世纪在欧洲发展的时期，元素理论遭到了摒弃。与此一同被摒弃的，还有亚里士多德的四灵
说，也就是他在 《论灵魂》（Ｄｅ Ａｎｉｍａ）中阐发的一种思想，即世界充斥着各种形态的内在性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而这些内在性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遍布于非人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ｈｕｍａｎｓ）之中，遍布于植物、动物等等万物之
间。这两种曾是欧洲类比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论，都在 １７世纪遭到了摒弃，并由此催生了现代性的立场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ｎｃｅ），当然，也催生了自然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发展。

然而，这在中国并未发生。于是，这种中国的类比主义便沿着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正如您提到的，将

“自然”（ｎａｔｕｒｅ）这一概念译入中文都存在困难。我记得曾与罗界专门探讨过此事。他主张，古代中国并没
有一个单一的、总括性的概念，能表达古希腊 ｐｈｕｓｉｓ一词的含义。现代汉语中用于指代 “ｎａｔｕｒｅ”的术语，即
“大自然”，源自日本人 （在熟悉西方概念后）所使用的一个词汇，因此是一个晚近得多的发展。诚然，就

ｐｈｕｓｉｓ的其中一层含义而言，即塑造存在者的内在发展塑造着其自身特性的观念，在中文里确有与之相近的
对应，那便是 “精”。它最初指精米，当人们探讨事物的真正品性，亦即其 “精髓”（ｅｓｓｅｎｃｅ）时，便会援引
此词。然而，并不存在一个总括性的术语，能对应于那种外在于人类的自然。我昨天在重读 《中国思想》，

发现了一段优美的引文。在此，我直接从法语翻译过来：“中国人所创作的宇宙表象，是以微观世界理论为基

础的。而这，又源自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与自然并非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两者构成了浑然一体的社会。

这也正是那些规范着人类各种行动与态度的多重技艺的原则。”

因此，这种立场在中国一直延续到 ２０世纪初，直至现代科学、新的政治组织形态等的到来。我与葛兰言
有所分歧的一点，在于他那极端的涂尔干主义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ｉａｎｉｓｍ）。您刚才提到了涂尔干与莫斯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合著的 《原始分类》，他们在这篇文章中确实运用了中国的宇宙论材料。实际上，这篇文章

的论点颇为有趣，因为涂尔干与莫斯可以说是某种 “白板论”式心理学的倡导者。他们所捍卫的假说是社会

中心主义的：即，启发分类思维的概念模型，源于社会及其划分。他们借用澳大利亚的图腾体系、新墨西哥

祖尼人的宇宙论，以及中国的占卜体系为例，力图证明这一点。然而，“人类之所以开始对其环境中的事物进

行分类，是因为他们首先对部族进行了分类”这一观点，“事物最初所在的类别是其所属的人的类别”这一

观点，本身就陷入了一个逻辑困境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ｏｒｉａ）：依照此种推论，社会本身，竟已由那些它本应是其源头
的思维运作所预先构建起来的了。确实，那些被假定为其他事物与存在者之类别模型的社会群体，若没有一

个先验的 “类”（ｃｌａｓｓ）的概念，其自身根本就无法被感知为 “群体”。然而，根据该理论，这些群体却恰恰

是 “类”之概念的原型。这是一个循环论证，而罗德尼·尼达姆 （Ｒｏｄｎｅｙ Ｎｅｅｄｈａｍ）也已在其为 《原始分

类》英译本所作的导言中，对这点阐释得极为清晰。

葛兰言所采纳的这一总体论点，正是像我这样被归入所谓 “本体论转向”（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的学者们一
直以来所批判的。我认为，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形态，并非传统的涂尔干主义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形

态的投射。我认为，它们是更广阔领域的关系形态。其中，那些看似源自社会分类的术语之所以被使用，不

过是权宜之计，只是因为拿来当标签用很方便罢了。譬如，我们手头固然有表示亲属关系的词汇，但其种类

的数量，远少于我们能与非人建立的或是在非人之间所能观察到的关系种类。但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因此就

说，与非人的关系源自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哪怕是以隐喻的方式。

实际上，有一位在国外声名不显的大学者，法国民族植物学家兼语言学家，安德烈乔治·奥德里古
（ＡｎｄｒéＧｅｏｒｇｅｓ Ｈａｕｄｒｉｃｏｕｒｔ）。多年前，他在一篇著名的短文中提出了一个主张：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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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非人的关系形态与对待人的关系形态，以相同的方式被构造。① 他援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例证。奥德里

古通晓中文，是一位博览群书的语言学家与民族植物学家，并曾在印度支那生活多年。这一思想，对于像他

这样一位自诩的唯物主义者而言，极不寻常。其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涂尔干主义立场所设

想的那样，是人与非人之间关系的模板。它们是同等性质的关系；实际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 “图式”

（ｓｃｈｅｍｅ），塑造了人类对待世间其他万物———无论是人还是非人———的行为模式。我以为，此种思想极富启
发性。而葛兰言则深信，在他所描述的中国思想中，中国思想家们正是运用了人与人关系与人—非人关系之

间的这种类比；并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实际上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推导出了这种类比。

所以，我对于中国案例的运用，其实是非常粗浅的，也缺乏深厚的学术依据。其主要依据，便是葛兰言

的著作，即他两本分别论述中国思想与中国文明的书。在 《超越自然与文化》中，为了刻画类比主义，我倾

向于使用那些我出于作为美洲学者的训练、更有把握的范例或个案研究。例如，关于墨西加人 （Ｍｅｘｉｃａ）［即
阿兹特克人 （Ａｚｔｅｃｓ）］，我便援引了伟大的墨西哥纳瓦特尔语 （Ｎａｈｕａｔｌ）语文学家阿尔弗雷多·洛佩斯·奥
斯汀 （Ａｌｆｒｅｄｏ Ｌóｐｅｚ Ａｕｓｔｉｎ）那本卓越的著作。② 他对于纳瓦特尔语中关乎身体与世界的术语分析，令人震撼，
因为其在诸多方面，都大体上与葛兰言所描述的中国思想惊人地相似。另一个宇宙政治学层面的有趣范例，

是我曾做过一些研究的 “塔万廷苏尤”（Ｔａｗａｎｔｉｎｓｕｙｕ），即印加帝国。在那里，我们也能发现与 “普天之下”

同样的概念，尽管它未被如此明确地表述出来；“塔万廷苏尤”囊括了所有已知的世界，至少在概念上是如

此。“塔万廷苏尤”意为 “四方帝国”，每一 “方”实际上都是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包括那些尚未被印加政

权实际控制、但注定迟早要归其统辖的部分。当然，我对此深感兴趣，因为我曾做过田野调查的族群，正是

在安第斯山麓的低地，他们虽未曾被印加帝国实际控制，但在抽象意义上却归属于印加的宇宙政体。在塔万

廷苏尤，“政治空间的宇宙性组织”这一观念也极为重要，而这个观念在中国是如此核心；正如葛兰言在某

处论及城市空间与世界的关系时所写，大意是：“世界唯有如居所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般封闭，方能有序。”所以，将
房屋、城市、世界这些不同尺度，组织为同一初始结构的层层扩展，这一观念在两个案例中都存在；不同之

处在于，安第斯的空间组织是辐射状的 （ｒａｄｉａｌ），而非如中国思想那般强调多层次重复 （ｆｒａｃｔａｌ）。
所以，我很欣慰，对于我将中国视为类比主义的绝佳案例这一论点，您不但从中读出了兴味，且并未发

现太多的谬误。或许，我们在葛兰言的 《中国思想》中可以找到整个 “类比主义”的界定。

［作者菲利普·德斯科拉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ｅｓｃｏｌａ），法国人类学家。是 “本体论转向”（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的理
论潮流的关键人物之一，其代表作 《超越自然与文化》（Ｐａｒ－ｄｅｌà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集中体现了本体论转向的
思想路径。曾任巴黎法兰西公学院社会人类学实验室主任。］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世界多元文明传统与多元知识体系的比较研究”（２４＆ＺＤ３１２）的
阶段性成果。此处发表的文字稿已经作者修订，其中文版，主题经适当调整，译文由北京大学博士生蒋卓峰、

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博士生张雨欣提供。〕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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